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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鹏飞：西方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审美化影响的多面性

    [摘 要]西方后现代伦理学与传统伦理学最大的不同，就是由理智主义走向情感主义。这种伦理学审美化倾向带来了一些影响，赵炎

秋教授把它归纳为：(1)促进了大众文化的发展；(2)努力提升日常生活在文学艺术中的地位；(3)消解了文学作品中的崇高，使作品呈现

出游戏人生的倾向。上述三种观点的问题在于，伦理审美化不只对大众文化产生影响，其涉及面也远远超出了日常生活，它引起个人主义

泛滥的同时也能促进开放道德的产生。因此，应该全面看待伦理审美化所造成的影响，既要看到它的消极面，也应看到它的潜在积极面。

唯有这样，才能避其不足，扬其长处，使之增益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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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炎秋教授发表于《学术月刊》2005年第5期的《西方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审美化倾向及其影响》一文认为，西方后现代主义伦理学

的发展倾向，已经由传统的以义务与责任为特征的伦理学，发展到后现代时期的以审美化为特征的伦理学，并对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进行

了深入探讨，这些分析都是有道理的。然而，在谈到伦理生活审美化的影响时，作者只简单地把它与大众文化以及对传统崇高的消解联系

在一起，而没有看到伦理生活审美化影响的多面性，更没有看到它的潜在积极因素，对此，本文拟提出不同的观点与赵教授商榷。  

    

  一  

    

  一般来讲，对于伦理问题的探讨，大致经历了从传统的理智主义德性到当代的情感主义(或称审美主义)德性的转变。在古典时期，以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为代表，强调的是理智在控制人的行为中的作用。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智德性，一类

是伦理德性。他认为，理智德性是关于理论的，它解决真的问题；伦理德性是关于实践的，解决善的问题。而能够连结理智与实践，架起

两者之间桥梁的，则是隶属于理智德性的“明智”。他说：“在伦理方面……没有明智，主要德性就不能生成。正因为如此，有人就认为

全部德性都是明智。”既然明智能够造就伦理德性，那么什么样的行为是“明智”的呢?亚里士多德为此给出的实践法则是：中道。他认

为：“德性就是中道，是对中间的命中。”因此，中道的行为是中规中矩合乎实践法则的行为，也就是自由的行为。分析亚里士多德的伦

理学说，我们发现，他基本上是从理性主义角度去看待道德问题的。此外，他还轻视伦理德性，片面抬高理智德性，认为“德性活动中最

大快乐公认为合于智慧的活动。……认知的人比探索更为快乐”。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有理由相信，实践法则问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并

不是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虽然他第一次在伦理学中提出了“实践”之说，并给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实践法则，但从整体来看，“实践”

还只是被他看成为“理论”的分支，伦理的存在也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证明，理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之后，还有许多古典主义伦理学家，譬如康德等人，试图证明“理智”在伦理行为中的作用。根据这样的逻辑，个人要依

理智行动，就必须压制自我的情感和欲望，肩负起来自于社会的义务与责任，正如康德总结出来的两条先验实践法则所言：第一，根据普

遍的道德原则去行动而不应该听命于受欲望指使的个人准则，所以，“这样行动：你意志的准则始终能够同时用作普遍立法的原则”。第

二，意志自律。“意志自律是一切道德法则以及合乎这些法则的职责的独一无二的原则。”有了这样两条先验的实践法则，在康德看来，

人就可以获得自由，伦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为“自由和无条件的实践法则乃是互相呼应的”。  

  然而到了现代，这种建立在“理智”基础上的伦理观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最早发动这一战役的是唯意志主义哲学创始人叔本华。他首

先对康德的“先验法则”提出了疑问。他认为，康德所谓的摒弃私欲的先验法则其实也是利己主义的，因为当康德说“为了他人幸福我不

应该侵犯任何人”时，这其实同时意味着：“我自己也不得被侵犯。”因此，“这就是我在尚未具有而正待寻找一个道德原则时，为什么

能够情愿以此为普遍准则的唯一理由。可是显然的，在这种情况下，追求幸福的愿望，亦即利己主义，依旧是这一伦理原则的源泉”。叔

本华通过对康德那些先验伦理法则的批判，一针见血地指出，利己主义才是所有伦理行为的核心。其后的尼采比叔本华更有过之而无不

及。在叔本华那里，“人对人，都成了狼”；在尼采这里，整个现存社会的道德体系也同样腐朽不堪。他在《权力意志》一书中，将现存

社会道德斥为“丧失自我的道德”，认为“道德会降低我们自身的价值”。因此，他号召大家起来同这种利他主义的道德作斗争：“我们

要废弃真实的世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废除迄今为止的最高价值，取缔道德。”  

  尼采之后，这种否定传统理智主义伦理道德之风愈演愈烈，直到后来的许多现代乃至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比如詹姆士提出的实用主义

行为原则，认为：“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



和事实。”这样，当我们在社会群体中行动时，可以不再受社会义务与责任制约，而只须凭个人的利益与爱好行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

奥塔尔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这样解释其知识实用主义：“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

新的生产中增值而被消费”，“知识不再以理念的实现或人类的解放为自身目的”。按照利奥塔尔的逻辑，连作为理智的基础——知识都

可以是根据自身目的制造的，那么，亚里士多德时代所谓的“理智德性是伦理德性的根基”这一观念就被彻底颠覆了，连理智本身都是为

自我谋划的，还有什么东西是为群体而存在的呢?因此，所谓的社会义务与社会责任，不过是传统主义伦理学的妄言。  

    

  二  

    

  传统理智主义德性与当代情感主义德性的差别，首先在于前者强调个人的社会定位，以及个人所应承担的社会义务与责任；后者则更

多强调自我定位，以及个人的爱好和追求。其次，两者的差别还在于，前者依靠理智来定义个人的社会角色，后者则根据情感来控制个人

的行为。这两点差别的形成，导致情感主义德性受到比较多的怀疑。比如，美国学者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一书中，将情感主义德性的

特征归纳为三点：第一，个人摆脱了社会身份的束缚，而成为任由情感支配的自我。第二，个人的行为缺乏任何终极标准。“不论情感主

义自我声言忠于什么标准、原则或价值，这些东西都须解释为态度、偏好和选择的表达，这些态度、偏好与选择本身并不受标准、原则或

价值的支配。”第三，以他人为手段。“把他人当作手段，也就是通过在不同场合中施加有效影响或进行谋算，力图把他人作为达到自身

目的的手段。”“他人永远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中国有学者在总结情感主义德性的特征时，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1)确定艺术、美

是生活的目的与意义，以整个生存作为美的对象。(2)反对具有强制性的道德，主张自觉的创造，将伦理学问题变成美学问题。(3)关注自

我与自身的关系，而不是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的关系。(4)关注自我和自身的美学关系，即如何创造自我，而不是认识自我，更不是

“净化自我”。  

  从上述比较典型的观点可以看出来，许多学者对情感主义德性更多地持怀疑态度。但是，他们在怀疑的同时，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就

道德行为本身而言，合规则的行为并非是最好和最恰当的行为，规则更容易造就道德庸人，而最高级的德性来自于天才人物的个人创造。

康德在谈到“天才”时，指出天才有两大特征：第，天才的独创性；第二，天才的典范性。②同样，在伦理学领域，也存在着这样的“天

才”。他们一方面创造出一套独特的行为方式，另_-方面又在渐渐推广的过程中，使它成为世人学习的楷模。而这些天才人物在最初创

立自己的行为规则时，又无不是从“自我”出发，无不是出自于个人的“情感”爱好的。所以，当雷锋树立“助人为乐”的思想时，并没

有机械地参照“付出多少得到多少”的尘俗伦理规范，而是选择了自己独创的规则——“助人”(而不考虑获得)，选择了自我情感——

“为乐”(而不是权衡利弊的理智)。可以说，没有自我的张扬，没有情感超越理智的这种审美主义伦理倾向，就不会有雷锋，就不会有那

些天才的崇高道德英雄。而这些，恰恰是被那些怀疑情感主义伦理观的学者们所忽略的。  

  事实上，在诸多研究情感主义伦理观的学者当中，也有人独具慧眼地对它给予了正面评价。曾因《创造进化论》获得诺贝尔奖的法国

哲学家柏格森，在《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一书中，提到两个概念：“封闭道德”与“开放道德”。在他看来，封闭道德是处于低级阶

段的道德，它要求个体放弃一己私欲，为了他人幸福和社会团结而自我克制。在这种道德中，“你从一个简单、基本的道德良知上所看到

的乃是整体义务。那就是本质性的东西，那就是可归结为义务的东西，即使在达到最复杂的那些情形中也是如此”。除了封闭道德，还有

一种开放式的道德。开放道德源于个别精英人物，这些精英人物将个人行为准则作为抱负，通过自身的榜样力量使之在社会上传播开来，

让所有的人仿而效之，进而他们的个人行为准则就变成了普遍道德法则，这样演变而来的道德就是开放道德。这种道德源于个人，因此张

扬的是“英雄主义”：“但英雄主义不是靠说教，它只能显示自己，只要它存在，就可能激励别人起来行动。”“为了获得一种完全的效

果，精英人物必须带领其余的人类与之一道前进。但是，即使跟随者寥寥，即使别的人认为他们间或也可以这样做，这就已经具有很大的

意义了；从此以后，从开始有一点成就起，就会产生出圆圈最终将被打破(指突破封闭道德)的希望来。”因此，推行开放道德的结果，就

是使社会走向更开放，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用开放道德代替封闭道德。  

  在柏格森眼里，开放道德无疑是高于封闭道德的。因为后一种道德以非人格的社会义务为根据，而前一种道德则以个体性的抱负为根

据，所以封闭道德是“社会的道德”，开放道德才是真正的“人的道德”。“社会道德与人的道德之间的差异不仅是量的，而且也是质

的。前一种道德是这样一种道德，即当我们感到某种自然义务时一般所想到的道德。在这些得到明确界定的责任之上，我们还爱设想另外

的义务，这些义务的界限也许有点模糊不清。我们所想到的，便是由忠诚、自我牺牲、隐忍的精神、博爱等文字所表达的东西。”除了这

些区别以外，柏格森推崇开放道德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在他看来，封闭道德崇尚服从，因此是低于智力的；而开放道德则高扬个人能力，

崇尚天才，因此是高于智力的。他这样说：“纯粹静态的道德(指封闭道德)可以称为‘智力之下的’道德，而纯粹动态的道德(指开放道

德)则可以称为‘智力之上的’道德。前者是自然的意图，而后者则是人类天才的贡献。”  

    

  三  

    

  相对于理智主义德性来说，情感主义德性是利弊参半的。一方面，正如麦金太尔所言，情感主义德性极端强调个人主义(柏格森也概

莫能外，他将“自由”界定为“行动表现人格”，因此他眼里的自由也是个人主义的)，这样，势必会造成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以及非理

性主义的泛滥；但另一方面，情感主义德性如果能够往积极方面发展，就有可能造就天才式的道德精英，并成为引领普通大众前行的楷

模，成为促使僵化、封闭道德走向开放道德的原动力。这样，我们就不能仅仅视情感主义德性为理智主义德性的反动(从消极方面看)，也

可以视之为理智主义德性的有益补充(从积极方面看)。所以，如果以全面的眼光来看待西方后现代主义伦理学的审美化倾向，并谈论它的

影响的话，就不应该仅仅抓住它的消极面，而应该同时看到它的潜在积极因素。在笔者看来，这正是赵炎秋一文的不足。下面就赵炎秋教



授谈到的伦理学审美化倾向所造成的三大影响，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赵教授认为，伦理审美化倾向反映在文化与审美上，导致了对于审美生活的追求，并强调个人在生活中的自由与感受，这无疑

是正确的。但接下来，他认为“伦理审美化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促进了大众文化的产生与发展。这种文化不大追求思想的深度，不大重视文

化产品的教育功能……满足于给大众提供娱乐和消遣。”这种归纳就有失片面了。其实，伦理审美化倾向虽然强调个人在生活中的自由与

感受，但这种自由与感受不仅仅渗透到大众文化产品中，也渗透到了有思想深度的文化艺术中。所以，比之于传统的文化艺术，后现代时

期的艺术家们更加热衷于各式各样个性化的解构。法国的伊夫·克莱因1960年创作了一幅题为“Mondo Cane”的作品，他先在三个裸

女身上涂好蓝色，然后让她们在画布上跃动、翻滚，最后形成的痕迹就是所谓的“行动绘画”。分析这类典型的后现代主义艺术作品，我

们不应该认为模特在画布上滚动，仅仅是为了传达感官刺激，事实上，它更多的是对传统绘画的抗议与解构；克罗齐有句名言：“要了解

但丁，我们就必须把自己提升到但丁的水平。”同样，要解构传统的深度模式，就必须有同样的思想深度。所以，大众文化只是把深刻的

思想变得平庸，而后现代文化艺术最为彻底的解构是将深刻的意义解构得“没有意义”。这种具有后现代本质特征的深层解构，不应该视

之为大众文化的温床，因为它造就了与深刻思想比肩的、“没有意义”的意义，但绝不是意义的平庸化。这种对于意义的解构，从某个侧

面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的窗口。  

  其次，谈到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影响，赵教授认为，伦理审美化倾向“提高了日常生活在文学艺术中的审美地位，使文学艺术全面地面

向社会生活”。他举例说，古典主义侧重描写宫廷和城市资产阶级；浪漫主义喜欢对生活进行理想化，因为一般形态的生活是缺乏诗意

的；而现实主义则喜欢描写生活中杰出的人和事；只有后现代主义文学与艺术“专注于普通的日常生活”。这一归纳，也值得商榷。其

实，后现代主义以荒诞为特征的文学艺术，所表现的对象绝不仅仅限于日常生活。比如，海勒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是对生活极端面

的强烈讽刺；在绘画领域，杜尚创作的《LHOOQ》，就是给蒙娜丽莎画上一圈小胡子，他的现成艺术作品《泉》，更是直接把生活中的

小便池送去展览厅，倒扣在那里就算完成了创作；更有甚者，意大利人皮耶罗·曼佐尼于1961年制作了每听30克、共90听自己的大便，

并冠名为“艺术家之屎”，结果像巴黎的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以及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这些著名的博物馆，都收藏了曼佐尼的“艺术家

之屎”。后来，伦敦的泰特美术馆以22300英镑的代价购买了一听，其价格竟高出黄金达40倍。对此，泰特美术馆的一位女发言人说：

“曼佐尼是地位十分重要的艺术家。他的这件作品(指‘艺术家之屎’)对20世纪艺术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探索……是一件开创性的作

品。”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利奥塔尔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说过的那句话：“说话就是斗争……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人

们为了赢才玩游戏，人们可以为了发明的快乐而玩一下。”后现代时期的艺术家们正是怀着这种“为了发明的快乐而玩一下”的心态，去

创作各种奇形怪状的作品的。然而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说，后现代文学艺术只把日常生活作为自己的表现对象，无论是杜尚的“小便

池”，还是曼佐尼的“艺术家之屎”，都不应简单地视之为对日常生活的表现。后现代与传统文学艺术的本质区别，也可以套用赵炎秋评

价浪漫主义时的话来说：“浪漫主义喜欢对生活进行理想化”，而后现代主义艺术则喜欢对生活进行丑化和荒诞化。这种荒诞处理的结

果，一方面丑化了生活，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对生活中的“假”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再次，赵教授认为：“伦理审美化也促使了文学作品中崇高的消解……作品更多地呈现出游戏人生的倾向。”这一观点也是值得商榷

的。这里涉及对“崇高”特质的理解。崇高的根基是什么?朗吉努斯说，崇高首先是一种“强烈而激动的情感”，崇高的语言对观众的效

果“不是说服，而是狂喜”。康德在谈到崇高时也认为，崇高引起的愉快“更多地是惊叹或崇敬”，如果一个人“对于我所判为崇高的无

动于衷，我们就说他没有情感”。这些对于崇高的研究表明，情感，抑或说主要是情感主义倾向而不是理智主义倾向，促成了崇高的产

生。纵观历史上的众多文学崇高形象，他们行动的时候，无不是受强烈情感主宰的。精卫不顾力量卑微，试图“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

海”；刑天即便不是“帝”的对手，也敢于“操干戚以舞”；岳飞誓捣黄龙府，吼出的则是“笑谈渴饮匈奴血……朝天阙”。这些崇高形

象具有的共同特征，就是行为方式的极度情感化。所以，任何时候，只有消解了强烈而激动的情感，才是真正掘了崇高的祭坛。在这一点

上，大众文化确实做到了，它通过现代化手段让每个人“娱乐至死”，情感任意宣泄，而这样恰恰消解了情感的强度，就像高压锅被拔去

了压力盖，高压蒸汽便永远无法聚成。强烈的英雄气概需要情感滋养而不是理性培育，这点在战前动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每一个富有经

验的指战员总是试图通过亲人被杀、战友受戮等煽情的演讲来达到引起群情激愤的目的，而很少有人试图通过分析敌我装备的优劣、人数

的多寡，来激起士兵战斗的豪情。所以，英雄主义与崇高精神，正是情感极度爆发的顶级产物。  

  这样看来，伦理审美化并不一定如赵教授认为的那样，仅只会削弱“道德在伦理体系中的地位与重要性”，相反，它削弱的是以理性

社会义务为诉求的“封闭道德”，而可能弘扬的，除了个人主义与非理性主义，还有以个人情感抱负为指归的“开放道德”。个人主义与

非理性主义也许具有“游戏人生的倾向”，但是，作为情感主义德性的最高级产物，“开放道德”却蕴涵着最为深刻的人文关怀。  

  总之，要呼唤崇高复归，不应该依靠打压情感主义德性、重树理智主义德性来实现。事实上，理性可以比作崇高航船的“舵”，情感

可以比作航船的“动力系统”，两者是互补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面对后现代情感主义德性，我们要做的是如何通过理智主义去引导情感

主义，而不是试图使情感主义倾向泯灭。赵教授在文章结尾得出的结论是：“伦理与美学各有自己的范围和任务，善与美虽然有共通的一

面，但更有不同的一面，伦理取代不了美学，反过来，美学也取代不了伦理。因此，从美学的角度考虑伦理的问题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

有消极的一面，而且相对而言消极的一面更为严重。”这个结论说明了两点：第一，他基本忽视了情感主义德性，特别是柏格森所谓“开

放道德”的存在合理性，因为在赵教授看来，伦理与美学本质上是两回事，所以两者结合的方式只能是相互取代。他没有意识到，“开放

道德”正是一种情感主义也即审美主义道德，在开放道德中，伦理与美学达到了完美的结合。第二，这个结论还表明，赵教授更多地看到

了情感主义德性的消极面，而较少注意情感主义德性的积极面。比如，中国在20世纪50、60年代盛行情感主义德性，其消极影响当然是

严重的，情感主义过分彰显导致理性制衡缺失，从而酿下了以非理性主义为特征的“大跃进”苦果；但其积极影响也是深远的，情感主义

德性造就了一大批传世英雄，雷锋、黄继光、董存瑞等等形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难以替代。情感主义造就了人们的英雄主义情结，造

就了远比当代更为淳朴的民风，而这些在情感主义德性中潜在的积极因素恰恰是被赵教授忽略了的，所以他才认为从美学角度考虑伦理问



题“消极的一面更为严重”。  

  因此，总的来看，对于西方后现代主义伦理学的审美化倾向，特别是它造成的影响，应该从多角度进行权衡，既要看到它对大众艺术

的影响，也要看到它对其他艺术的影响；既看到它的消极面，也应看到它的潜在积极面。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全面把握它的特点，也才能

避其不足，扬其长处，使之增益于我，而不是一概怀疑。否则，我们就可能错过一些沙中之金，与某些天才的思想失之交臂了。  

  (责任编辑：任天)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阅读原文”。  原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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